· 亚洲宗教、艺术与历史研究
——视野、文献与途径
    

1， “亚洲艺术、宗教与历史研究”的目的与意义：
  
为什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、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，要把每年的夏季研究班，主题确定为“亚洲艺术、宗教与历史研究”？
主要的理由有两个。第一，我们要把“亚洲”看做是“中国”（或者“日本”、“韩国”、“越南”）研究的视野和背景。正如彼得·伯克在《什么是文化史？》（What is Cultural History)中所说的，“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之一，可能是‘文化接触’，即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、接受与转移、边缘对中心的影响，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历史。”虽然，大家做的也许只是个别国家的宗教、艺术和历史研究，但你一定要考虑周边背景和互动可能，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超越个别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联系，作为自己的研究视野，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过去孤立研究某个国家宗教、艺术和历史的时候，所看不到的现象。第二，我们为什么要把“艺术”、“宗教、”“历史”这三者综合在一起？这是因为艺术史、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构成了“文明史”的主干，而这三个领域关系十分密切。举一个例子，如研究艺术史的学者面对中古中国大量的砖雕石刻、墓室壁画、石窟造像，你既不能忽略这些图像在中国、日本和朝鲜的流传和分布，也无法不掌握佛教、道教以及三夷教（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）的知识。历史研究中需要文字文献，也需要图像资料，艺术史研究需要历史语境，也需要宗教知识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三个领域综合起来，我们既可以使用所有的文字文献、图像资料和考古发现，我们也可以兼容理性和感性、政治与信仰、历史和艺术，对过去时代有贯通的认识。
毫无疑问，“亚洲”原本是来自欧洲的地理描述单位，我们并没有理由一定要把“亚洲”当做一个历史研究的单位，我们借用“亚洲”这个概念，只是为了把研究的视野变大，毕竟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等国家，在传统时代，都与这个“亚洲”有密切联系。

2， 作为背景与视野的亚洲，作为中心与焦点的中国（朝鲜、日本或越南）

中国历史学界与日本历史学界不同。日本早已形成“东洋史”、“西洋史”“本国史”的三分天下，因此，研究“东洋”即“亚洲”的历史成为当然的事情。可是，中国历史学界在很长时间里习惯于“中国史”、“世界史”的两分法。在中国学界，批评者常常对过去的历史研究是“没有中国的世界史”、“没有世界的中国史”的说法，更不必说，中国学界常常不习惯把“中国”放在“亚洲”语境下去研究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很多，简单地说，一方面也许是中国史资料太多，学者处理这些资料往往就觉得足够困难，所以习惯国别史研究；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中国学者还有“天朝大国”的想法，觉得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自给自足，不需要异域的资料，更不考虑来自异域的眼光和角度，因此常常会忽略“亚洲”背景。所以，如今在历史研究中提倡“亚洲视野”，自然有其意义。 
其实，古往今来，“亚洲”彼此联系很多，只要读劳费尔（Laufer）《中国伊朗编》或谢弗（E H.Schafer）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（一本译作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）就可以明白，经由“西域”连接起来的两端，其实，包括了亚洲大部分区域，无论在中古还是近世，物质、宗教、艺术、饮食甚至人种，都在频繁地交流和融合。如果我们看看当年西岛定生总结的“四要素”（汉字、儒学、佛教与律令制国家），确实是把中日韩越这一由陆地和海洋连接起来的区域，互相连带起来的文化和制度。自古以来，“归化人”或“渡来人”穿梭于各国之间，带去各个时代的方术、宗教、文艺和学问，官方的遣隋使、遣唐使以及外交使节的往来，也传播了各自的风俗与信仰。甚至彼此之间的战争，如蒙古时代的占领与侵略、明清时代的倭患与锁国，也刺激各自的政治与制度的发展，更不要说通商贸易，只要看看大庭修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，就知道近世的东亚海域不仅文化互相影响，物质也互通有无。 
因此，我们提倡从“亚洲”观察中国（或者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）。当然，这种超越国境的研究也需要相当小心谨慎。既要注意不同时段，如中古或近世甚至近代各国情势的差别，也要注意不同区域，如中、日、韩、越，甚至中亚、西亚、南亚之间政治、宗教与文化的差异，因为“亚洲”包括了西亚、南亚、北亚与东亚，但它并不是“一个”。特别要注意，所谓的“通过亚洲视野观看各国”之研究，虽然可以改变“没有亚洲的中国（或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）”，但是，也要防止把各国艺术、宗教和历史的联系过分夸大化和同一化，反而出现一个“没有中国（或日本、朝鲜、越南）的亚洲”。

三，亚洲研究的学术史：如何重新进入亚洲背景下的文明史研究

把“亚洲”看成是一个文化和历史单位，当然是有问题的。从十四世纪以来的欧洲人的眼中看，好像“亚洲”就是一个欧洲的“他者”，它的历史与文化有“同一性”或者叫作“亚洲特色”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不过，“亚洲”确实也在欧洲这个“他者”的刺激下，在近代东亚学术界，逐渐成为一个看似独立的学术领域。至少在日本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，由那珂通世、白鸟库吉、内藤湖南、桑原骘藏等人开创的东洋史学，所谓“东洋”大概就相当与“亚洲”。
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日本，日本学者一方面顺应日本国内政治需求，试图超越日本甚至超出中国，对亚洲各个区域进行历史、考古、人类学的研究，一方面则与欧美学界竞争，试图掌握对于整个亚洲的学术解释权力。这种亚洲研究中的“现代取向”与“国家立场”，很快促进了日本东洋学的发展。随后，受日本影响，韩国学界也相当热衷“东亚”之学的研究。但是，我们注意到，中国学界始终不太习惯以“亚洲”作为一个历史世界，因此，在中国的本国史研究相当庞大的同时，超越国家的区域史却并不太发达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中国不具备讨论亚洲史的基础，因为即使是“中国”艺术、宗教与文化史，也常常涉及中亚、西亚、南亚尤其是东亚的宗教与民族，涉及到人口迁徙、物质流动和贸易往来。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，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敦煌学，其实已经刺激了西域或内亚宗教、艺术、语言和民族的研究，近年来，燕行文献的研究、东亚研究方法的影响也越来越把“东亚”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研究大大改变。
现在，这一领域发掘了相当丰富的新资料，也提出了不少的新方法，当然，也需要掌握更多的新工具。特别是，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新的问题意识，使得这一领域旧貌换新颜，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介入这个学术史的转变进程？这个问题，需要我们这个研究班的全体学员共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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